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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后疫情时代,陕西省对环境规制的坚持是否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2006—2017年陕西省10
市动态面板数据,构建了环境规制强度指数、产业优化指数,运用面板模型就环境规制对陕西省10
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实证表明:环境规制对陕西省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显

著为正;城镇化水平对陕西省产业结构优化也具有明显促进作用;产业规模对陕西省产业结构优化

存在阻碍作用。据此,后疫情时代经济恢复时期,陕西省仍需坚持环境规制,推进产业结构实现更

好的优化。
关键词:后疫情时代;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优化;面板数据模型

中图分类号:X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4710(2020)04-0456-05

Studyontheimpactofenvironmentalregulationsontheoptimizationof
Shaanxi’sindustrialstructureinthepost-epidemicera

YANGDongmin1,MINGLili1,YANGBojie2
(1.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Xi’anUniversityofTechnology,Xi’an710054,China;

2.Library,Xi’anUniversityofTechnology,Xi’an710054,China)

Abstract:Inthepost-epidemicera,isShaanxi’spersistenceinenvironmentalregulationsofsig-
nificance?Basedonthedynamicpaneldatafrom10citiesinShaanxiProvincefrom2006to2017,
thispaperconstructedanintensityindexforenvironmentalregulationsandanindexforindustry
optimization,andusedapanelmodeltoconductanempiricalanalysisoftheimpactofenviron-
mentalregulationsontheoptimizationof10citiesinShaanxiProvince.Theresultofanalysis
showsthattheimpactofenvironmentalregulationsontheoptimizationofShaanxi’sindustrial
structureissignificantlypositive,thatthelevelofurbanizationalsoplaysanimportantrolein
promotingtheoptimizationofShaanxi’sindustrialstructure,andthatthescaleoftheindustry
hinderstheoptimizationofShaanxi’sindustrialstructure.Therefore,duringtheperiodofeco-
nomicrecoveryinthepost-epidemicera,ShaanxiProvincestillneedstopersistin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andpromotebetteroptimizationoftheindustrialstructure.
Keywords:post-epidemicera;environmentalregulations;industrialstructureoptimization;panel

datamodel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复工复产、恢
复经济与疫情防控逐渐成为各省市中心工作,特别

是在中国8个省份公布基建投资总计34万亿元背

景下,环境规制是否会为其中高排放投资让路? 这

是一个有待探究的课题。面对这个问题,陕西省政

府未选择为高排放投资让路,未选择为加快推进全

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未选择为规范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和损害鉴定评估工作。与此相

反,陕西省政府于2020年6月出台了《陕西省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办法(试行)》和《陕西省生态环境

损害鉴定评估办法(试行)》,并于9月在陕西环境权

交易所举办了陕西首场排污权二级市场(即企业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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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而据陕西环境公报和陕西统计年鉴数据,近
年来陕西省实现经济增长,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同时

加大环境规制:2017年陕西省工业废水、工业二氧

化硫和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分别是30632.79万t、

21.66t和9.93t,均低于2006年环比数据;陕西统计

年鉴数据显示,2017年陕西省GDP总值21898.81
亿元,比2006年(4743亿元)增长了462%,全省人

均GDP为57266元,比2006年增长了487%。这

表明,陕西省环境规制实施期间,经济增速未受到较

强负面影响。那么,陕西省实施环境规制政策对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这些影响是正

向还是负向? 本文对此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

1 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环境规制问题研究较早,其重点主

要是比较分析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影响。学者们对

环境规制提出两种分类:一是基于干预主体不同,二
是基于干预方式不同。国内学者提出了衡量环境规

制强度的不同方法,如利用废水排放达标率、烟尘去

除率、粉尘去除率、SO2去除率以及固体废弃物综合

利用率等指标,构建综合评价环境规制强度指标

体系[1]。
目前,较多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对地区产业结构

升级产生直接促进效应,还可以通过产业进入壁垒、
国际贸易及全要素生产率对产业间协同发展间接产

生驱动作用[2]。此外,学者研究得出环境规制工具

类型会影响到产业结构调整质量,发挥环境规制对

产业结构优化正向效应受制于科技创新水平;同时,
适宜强度且得到有效实施的环境规制利于引导区域

资源配置,培育地区技术创新能力,推进产业结构调

整[3]。通过金融调节作用实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

调整有正向促进作用[4]。此外,实行环境规制对邻

近地区产业结构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应合作进行

环境规制的制定及实施,推进地区间产业协同发展,
弱化环境规制空间抑制效应[5]。还有学者认为环境

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有效的倒逼效应。原

毅军、谢荣辉利用1999—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就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机制和门槛特征进

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正式环境规制已成为调整产

业结构新动力,其影响是先抑后扬再抑[6]。
目前,国内外已有文献主要从国家和区域层面

展开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研究,缺乏对陕西省

相关问题研究。本文拟选择陕西省西安、宝鸡、咸
阳、铜川、渭南、延安、榆林、汉中、安康及商洛等10
个城市,运用2006—2017年环境规制和产业升级指

标,就陕西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进行

实证分析。

2 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2.1 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研究陕西省环境规制对其产业结构优

化影响,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其

中,被解释变量是产业结构优化指标,解释变量是环

境规制指标,影响陕西省10市产业结构优化的其他

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引入研究模型中。构建具体模型

如下:

Rit =α0+α1eriit+α2urbit+α3govit+α4devit+
α5scalit+εit (1)

式中:i和t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Rit表示i城市在t
年产业结构优化程度指数,是被解释变量;eriit表示

环境规制,是解释变量;urbit、govit、devit、scalit为本

研究中的控制变量,urbit为城镇化水平,govit为财政

支出,devit为经济发展水平,scalit为产业规模;αi,i
=0,…,5为相应系数;εit 为随机误差。

2.2 变量说明

2.2.1 被解释变量———产业结构优化指标

产业结构优化主要是地区产业结构由低水平状

态向高水平状态发展的动态过程。依据Clark定律

通过非农产业占比提高衡量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用
产业结构层次系数、Moore结构变动指数、高新技

术产业占比等指标来衡量。本文借鉴徐德云构造的

产业结构层次系数衡量产业结构优化程度[7],针对

产业结构高级化由第一产业占主导逐渐转向第二、
三产业占主导地位的重要特征,分别对三大产业依

次赋予1,2,3权重。这种计算方法与理论相符合,
具体公式为:

Rit =∑
3

m=1
yi,m,t×m (2)

式中:yi,m,t代表第m 产业在i地区t时期占地区生

产总值比重;Rit为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其取值在1
~3之间:Rit在1附近取值或等于1,说明经济结构

以农业结构为主;Rit在2附近取值或等于2,说明国

民经济中第二产业占主导,工业在经济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Rit在3附近取值或等于3,说明第三产业占

比大,服务业在经济中占重要地位[8]。

2.2.2 解释变量———环境规制

环境规制强度的度量是一个较为复杂且困难的

问题,本文借鉴原毅军(2014)所构建的环节规制强

度综合测量体系[9]。该指标构建方法为首先对选取

的3个单项指标进行线性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

754 杨冬民,等:后疫情时代环境规制对陕西省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 



和数量级差异,即通过数学变换将各指标的取值换

算为[0,1]的取值范围内。计算公式为:

PRs
ij =[PRij -min

j
(PRij)]/[max

j
(PRij)-min

j
(PRij)]

(3)
式中:i为城市编号,i=1,2,3,…,10;j为各类污染

物编号,j=1,2,3;PRij为各单项指标原始值;PRs
ij

为各单项指标的标准化值。
其次,计算本文3个单项指标的权重系数Wij。

对于不同城市而言,“三废”排放量存在较大差异;同
时,对于某一城市,其不同污染物的排放程度也存在

较大差别。因此,对各城市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

等指标赋予不同权重,用以反映各市主要污染物的

治理力度变化。权重系数计算如下:

Wij = (
Eij

∑iEij

)/(Yi

∑iYi

) (4)

式中:Wij为城市i中污染物j 的调整系数;Eij为省

份i污染物j的排放量;∑iEij为全省j类污染物排

放总量;Yi为城市i工业增加值;∑iYi为全省工业增

加值。计算出每年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调整系数

后,再计算2006—2017年间调整系数的平均值Wij。
最后,将各单项指标的标准化值和平均权重进

行计算,得出各城市的环境规制强度ERi,见式(5)。
其中,ERi 数 值 越 大,表 明 该 城 市 环 境 规 制 程 度

越强。

ERi = 14∑
3

j=1Wij·PRs
ij (5)

2.2.3 控制变量

由于影响一个地区产业结构优化进程的因素较

多,除了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面板模型还需加入

一些控制变量,本研究选取了几个较有代表性的控

制变量。
城镇化水平urb,用地区城镇人口数量与地区

总人口比值表示。城镇化可以提高地区服务业和工

业在产出和就业结构中的比重;同时,城镇化所带来

的生产要素集聚和基础设施改善促使企业间竞争创

新,推进地区技术进步,这一过程是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过程的另一种形式[10]。因此,将城镇化水平作为

影响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一个控制变量引入

模型。
财政支出gov,政府当年财政支出与 GDP比

值。政府在产业中投入对地区产业发展具有一定引

导性,会吸引相关企业投资,影响地区产业结构调

整。部分研究中,财政支出对地区产业结构影响是

正向的[7],故将其引入模型中。
经济发展水平dev,用地区当年GDP增值与当

年GDP比值表示。在经济发展中,地区劳动力首先

从低劳动生产率和低人均收入的农业逐渐转移到高

劳动生产率和高人均收入的制造业,然后再转移至

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
产业规模scal,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与

地区GDP比值表示。工业化水平提升是地区经济

发展重要动力[8],也会对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产生影

响。因此,本研究将产业规模作为一个控制变量,引
入模型中。

2.3 描述性分析

本文实证采用的数据集是面板数据,数据主要

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

城市统计年鉴。由于第二次全国污染排放情况普查

尚未完成,2018年及以后数据还未公布,本实证采

用的时间段为2006—2017年,包含陕西省10个城

市。所有变量描述统计见表1。
表1 变量面板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Tab.1 Descriptivestatisticsofvariablepaneldata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样本个数

r 2.21 0.11 2.05 2.58 120

eri 0.83 0.90 0.04 7.60 120

urb 42.97 12.49 15.20 67.12 120

gov 19.83 6.91 7.53 33.71 120

dev 12.46 3.60 1.30 25.30 120

scal 1212.001331.79 43.737556.47 120

  根据基础数据可知(见图1),陕西省10市中,
西安市自2006年起,其主导产业为第三产业;在

2010年及以前,第三产业曾在汉中、榆林及安康三

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在2011年及以

后经济发展主要由第二产业为支撑;从2006年至

2017年,其他6个城市经济发展均是以第二产业为

经济发展的主动力。

图1 陕西省10市三大产业中主导产业

变化情况(2006-2017)
Fig.1 Changesinleadingindustriesamongthethree
industriesin10citiesinShaanxi(200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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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式(1),计算得出陕西省10市2006—2017
年产业结构优化程度指数(见图2)。整体上,陕西

10市产业优化指标呈现日益提高态势,表明陕西省

整体产业结构正在逐步优化中。从各个城市产业结构

优化指标数值来看,西安市产业结构优化程度远高于

其他9个城市,这主要源于其他城市以第二产业为主,
而西安市拥有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且市政府出台了相

应的配套政策,为第三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

图2 陕西省10市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系数图(2006—2017)
Fig.2 Coefficientsofadvanceddegreeofindustrial
structurein10citiesinShaanxi(2006—2017)

 

根据式(3)~(5)计算陕西省10市环节规制指

数(见图3)。总体上,陕西省10市环境规制呈现先

上升后下降的态势,这说明环境规制对象的基数正

在减小,陕西省近些年环境规制实施正逐步取得成

效。10市环境规制强度系数在2014年达到了峰值,而
后下降。从局部来看,可能和2014年陕西省启动“治污

减霾·保卫蓝天”工程及《陕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正式实施有关;安康、咸阳及延安在一开始环境规制

强度系数较高与其减排基数较大有关。

图3 陕西省10市环境规制强度系数图(2006-2017)
Fig.3 Intensitycoefficientsof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in10citiesinShaanxi(2006-2017)

 

3 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 使 用 Stata15 对 数 据 进 行 回 归。根 据

Hausman检验结果,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

更有效。本文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探
究环境规制对陕西产业结构优化影响,具体回归结

果见表2。
表2 环境规制对陕西省产业结构优化的回归结果

Tab.2 Regressionresultsofenvironmentalregulations

ontheoptimizationofindustrialstructure

inShaanxiProvince

变量 回归结果 变量 回归结果

eri
0.0157*

[0.0061]
dev

-0.651***

[0.0899]

urb
0.143***

[0.0243]
scal

-0.0506**

[0.0113]

gov
0.0131
[0.0712]

R2 0.6650

注:方括号中为标准差;*p<0.05,**p<0.01,***p<0.001

由表2可 见,估 计 模 型 调 整 的 判 决 系 数 为

0.6650,这说明估计模型拟合度优良,能够解释

66%的选取数据变化态势。由表2可知,环境规制、
城镇化水平、政府支出、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规模对

陕西省产业结构优化影响不同。其中,环境规制对

陕西省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在5%水平下显著性为

正值,与预期相符,说明环境规制有促进陕西省产业

结构优化进程作用。在5%显著性水平下,环境规

制每 提 高1%,产 业 结 构 高 级 化 程 度 相 应 提 高

0.0157%。
两个控制变量城镇化水平和政府支出与陕西省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呈正相关。城镇化水平每提高

1%,产业结构优化程度提高0.143%,且城镇化对

陕西省10市产业结构优化的正向推动作用通过了

0.1%显著性检验,表明陕西省各市城镇化水平提高

利于产业结构优化;政府支出每增加1%,产业结构

优化程度提高0.0131%,但政府支出没有通过5%
的显著性检验,表明陕西省现有经济政策在产业结

构优化过程中发挥了较小引导作用,但缺乏有效性。
究其原因主要是陕西省当前政府支出指向性较弱,未
在推进产业结构优化上提供持续且针对性较强的资金

投入。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产业规模与陕西省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呈现显著负相关,且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种情况出现主要原因是,除西安市外,陕西省

其它9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第二产业,第二产

业总体规模大,陕西 GDP增速主要由第二产业支

撑,致使其与产业结构调整呈现较强的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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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建议

通过环境规制程度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构

建,以及运用这些指数进行相关实证检验,得到如下

结论:环境规制、城镇化水平和政府支出水平对陕西

省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政府支出的

有效性还有待提高;城市经济发展速度和产业规模

对陕西省产业结构调整具有负向作用,对陕西省产

业结构优化具有较高的阻碍作用。基于上述结论,
结合后疫情时代背景,给出以下建议。

1)后疫情时代陕西仍应重视环境规制立法和

执法

由于环境规制可以促进陕西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后疫情时代陕西应重视环境规制立法和执法,坚
持实施环境规制,适当提高陕西环境规制标准,加大

环境规制力度。过去半年里,新冠肺炎疫情对陕西

各方面造成了较严重的冲击。坚持高质量发展、绿
色复苏大方向仍需坚持,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

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并在这个时期积极补短项、强
弱项,加强向清洁能源转型,提高资源利用率和恢复

生物多样性,加强向清洁能源转型,提高资源利用率

和恢复生物多样性,这要求社会在生态环境领域迫

切需要及时、有序、高效响应。现阶段,陕西省各市

经济发展水平、污染排放、政策倾斜程度具有差异

性,因此,政府在环境规制强度和手段选择上需考虑

地区差异。

2)政府有针对性积极推进综合城镇化进程

城镇化有利于陕西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后

疫情时代,陕西省各市更应积极推进当地综合城镇

化进程。综合城镇化是地区人口、经济、地域景观、
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城镇化[8]。对于人口城镇化水

平已经相对较高的地区,虽然人口城镇化空间有限,
但综合城镇化前景广阔,能够较大程度上推进地区

第三产业发展,可以作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

途径。研究表明在政府支出对产业结构优化有效性

有待提高前提下,需要陕西省各市政府增加对环保

科研机构的支持力度和投入,鼓励科研机构开展全

省范围内环保意识、环保组织等相关内容调研,以获

取第一手真实数据,推进学术界对产业结构优化进

行科学研究,抓住这次技术范式转换带来的机遇;各
机构应在技术突破和发展模式上做出合理调整,为
后疫情时代陕西省经济恢复提供新视角。

3)大力促进陕西省新兴产业发展

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规模阻碍了陕西省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陕西省现阶段第二

产业占比基数大,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陕西省各城市应进行适宜固定资产投资结构调整,
注重对第三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政策支持,促进

陕西省各市第三产业发展以吸引企业入驻,提高第

三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占比,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通过技术创新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设立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和产业投资基金,扩大政府新

兴产业创业投资规模,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功

能,带动社会资金投向处于创业早中期阶段的创新

型企业。综合运用风险补偿等财政优惠政策,鼓励

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完善鼓励创新、引导投

资和消费的税收支持政策,在继续做强高技术产业

基础上,进一步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成为先

导性、支柱性产业,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
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

业作为发展重点,提升第三产业占比,实现陕西产业

结构的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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